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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在由威权体制向西式民主的转型过程中，因独特的历史、制度及社

会因素，台湾地区政治中形成不利于维持合作主义的 “共识赤字”问题。“共识赤字”

表现为政党之间零和竞争，合作动因欠缺，长期以来在攸关台湾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

上难以达成共识。“共识赤字”问题削弱了台湾政治系统 应对 内 外挑 战的 调适 能力，

加深了社会治理困境。未来一段时期，台湾仍不具备解决政治领域 “共识赤字”问题

的条件，“共识文化”构建需要通过艰难的制度变革逐步累积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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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地区向西式民主体制转型以来经历三次政党轮替，蓝绿对峙的政治生态愈演愈烈，围绕国

民党和民进党两大党之间的权力博弈十分突出，政治场域中 “共识赤字”问题严重。长期以来共识

文化缺位与台湾政治转型的历史背景、制度设计、权力生态、社会意识变迁等有着密切关系，它们

深刻影响着台湾政治运作和社会发展。

一、“共识赤字”问题的形成

观察近代以来民主意识的孕育、发展及其相关体制的建立和扩散，选举制度、政党制度以及权

力运作的机制和效能等莫不受到国家和地区间各种差异化因素的影响。一般而言，民主政治所根植

的社会在价值观念、民族宗教、文化心理、国族身份等问题上是统一的 （同质）还是 分 裂 的 （异

质），会影响民主制度的实际运作和效能发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以美国、英国为代表的多数

决民主模式 （Ｍａｊｏｒｉｔａｒｉａｎ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被广泛移植和模仿，但又不断地在一

些国家和地区出现水土不服的民主失败或衰退现 象，结果要么造成转型社会的政治动荡或武装暴

力，要么导致陷入效率低下的治理困境。

对于非西方国家和地区在模仿民主制度中形成的这种困境，有的学者认为其关键原因是社会严

重异质化甚至分裂而导致民主体制难以在攸关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上形成普遍性共识，很难通过多

数决民主体 制 去 解 决 存 在 于 不 同 政 党 和 团 体 之 间 广 泛 且 深 层 的 利 益 冲 突。如 沃 尔 特·白 芝 浩

（Ｗａｌｔｅｒ　Ｂａｇｅｈｏｔ）和厄奈斯特·巴克 （Ｅｒｎｅｓｔ　Ｂａｒｋｅｒ）强调共识作为民主发展基础的重要性，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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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共识 要 么 是 对 特 定 基 本 原 则 的 共 同 信 仰，要 么 是 对 游 戏 规 则 达 成 程 序 共 识。〔１〕 利 普 哈 特

（Ａｒｅｎｄ　ＬｉｊＰｈａｒｔ）提出共识民主理论 （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认为造成多数决民主模式在异质化

程度高的社会产生困境的根本原因在于，多数决民主制度内含的竞争性和排斥性会带来社会和政治

的冲突、对抗，而为解决多元社会民主稳定运作的问题，特别是在那些存在明显的民族、宗教、文

化和意识形态分歧和冲突的国家和地区，应采取一种体现共识而非对抗、包容而非排斥且尽可能扩

大大多数的共识民主模式。利普哈特认为，与多数决民主不同的是，共识民主的良好运作得益于存

在体现合作主义的机制。〔２〕 共识民主理论是在认识到传统多数决民主制度难以解决后进国家和地

区民主转型问题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它从民主政体所具有的制度化特征如政党制度、行政与立法关

系等角度来分析如何扩大共识的核心问题。

利普哈特认为，共识指的是组织团体在观点、意见和信念上的团结或总体一致。〔３〕 政治学者

萨托利将价值、程序与政策作为理解共识的三个重要层面。国内学者将政治共识定义为 “政治共同

体的社会成员对于政治基本目标和基本结构的一致观念”〔４〕，“人们对于社会政治系统的价值、准

则以及程序等方面所形成的一致意见”〔５〕。笔者认为，在以两党或多党为主、以定期选举为权力转

移途径的西式民主体制下，政治共识体现在以下两个层面：第一，政党、利益团体和选民对所处社

会制度的价值理念和基本原则持大体 相 同 的 立 场、态 度。即 他 们 普 遍 认 同 西 式 民 主 政 治 的 核 心 观

念、制度设计和运作程序；第二，政党、利益团体和选民虽不可避免在一些问题领域存在歧见甚至

冲突，但认同这些歧见和冲突应当通过民主制度所确立的规范、准则和程序予以处理，并且愿意接

受既有制度处理后的结果，不会轻易使用反制度的体制外行动去整体推翻既定结果。毫无疑问，民

主体制下多元复杂的利益结构和权力博弈，使得政治共识的达成并不那么容易，它需要依靠一个社

会的政党及精英们之间经过反复的沟通、协商和谈判，就攸关各方重要利益的政治议程达成妥协并付诸

实践。根据在历史文化传统、种族宗教、心理归属认同等方面存在的差异程度，西式民主社群中一般存

在 “同质性较强”和 “异质性较强”两种类别。在异质性较强的社会，政治系统内部的冲突性和不稳定

性因素更多，通过协商达成政治共识更难，因而更易造成 “共识赤字”。本文认为，“共识赤字”是在一

段时期内民主体制中的参与主体如政党、利益团体及其所代表的社群难以就问题或议程达成一致的观

念、立场和政策所造成的共识缺失状态。事实上，“共识赤字”的形成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历史传统、文

化背景、经济社会状况及制度发展水平相关，宜以比较视野、个案分析来具体研究它的成因和表现。

具体到台湾地区，“共识赤字”的形成、发展与民主转型的社会条件有着直接的联系。从２０世

纪８０年代末以来，台湾地区逐步形成以政党竞争、多层普选为特征的制度结 构。在 政 治 转 型 中，

主要政党、利益团体和社会民众在对西式民主的价值认同上保持了一致性，也认为转型后的制度设

计仍有不完善而需要改进的空间。在李登辉执政的９０年代，台湾社会对改革体制、扩大政治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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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需求大幅上升，攸关权力分配和运作规则的 “修宪”被纳入政治议程。这一时期，围绕 “宪政改

革”展开的各党派博弈和斗争是观察岛内社会 “共识赤字”问题的重要参照。一方面，李登辉压制

国民党 “非主流派”，推动改造国民党的 “旧法 统”，以渐进式 “修宪”扩大 “总 统”权 力，寻 求

“中华民国台湾化”，培育 “台湾主体意识”。另一方面，民进党否定 “中华民国宪政秩序”合法性，

以 “台独”论述为基础主张 “制宪”，在第一次和第二次 “宪改”过程中调动社会力量向国民党当

局抗争施压。在 “修宪”还是 “制宪”问题上，国民党和民进党立场差异甚大。在国民党全面掌控

行政和立法系统的情况下，民进党无法达成体制内 “制宪”目标，但亟欲通过改造体制扩大政治参

与空间，遂在克服内部歧见后调整策略，选择接受参与 “修宪”进程。在李登辉时期，国民党、民

进党在 “修宪”的意涵和方向上存在分歧，但最后在妥协中推动以 “台湾化”、“本土化”为导向的 “宪

改”进程，包括全面改选 “国会”、实施 “总统直选”、“废省”等制度变革。这一结果既是因为权力不断

坐大的李登辉选择走 “本土化”和 “独台”路线，也与民进党为扩权争求制度条件的策略是分不开的。

国、民两党因意识形态鸿沟导致 “共识赤字”问题并未解决，但为追逐各自利益，在以 “修宪”落实直

接民权和本土化的问题上通过反复博弈，形成了阶段性妥协，这深刻影响了台湾地区政治制度的变迁。

２０００年台湾地区首 次 政 党 轮 替，随 之 而 来 的 蓝 绿 阵 营 分 化 组 合 和 党 争 政 争 升 级 进 一 步 扩 大

“共识赤字”。这一方面是陈水扁宣布停建 “核四”促使国民党、亲民党和新党组成泛蓝政党联盟，

与民进党、台联党为主的泛绿政党联盟形成对垒。２００４年 “大选”前夕 “３·１９枪击案”引发国、

亲两党主导的大规模抗争活动进一步激化蓝绿对立。另一方面是因为陈水扁在两岸关系上抛弃 “中

间路线”，提出 “一边一国论”，继而推动 “去中国化”、“正名”、“制宪”、“公投”，与国、亲两党

致力维护 “中华民国宪政体制”产生根本性矛盾，蓝绿阵营在两岸政策上的分歧大幅激化。在陈水

扁执政８年期间，泛蓝、泛绿阵营缺乏互信，缺乏制度化的沟通管道，在众多政策领域立场相悖，

各自支持群体和民众亦呈现分裂状态，“共识赤字”问题明显加重。

２００８年国民党重新执政后，马英九曾试图做 “全民总统”以缓解蓝绿政党的裂痕，但在政治

版图固化和民进党极力 “反马”的情势下无功而返，最终被迫退至固守蓝营基本盘的立场。在马英

九主政期间，国民党和民进党在两岸政策主张、台湾对外关系、经济发展模式、能源产业政策、社

保教育改革等诸多领域存在显而易见的重大分歧，在一些政策上还引发激烈政争和街头运动，不断

激化蓝绿对抗，使得 “共识赤字”问题迟迟难以解决。

从政治转型历程看，“共识赤字”已成为台湾地区政治文化中十分突出的问题。台湾 “共识赤

字”的形成和扩大有哪些特殊的历史背景和成因，受到哪些结构和制度性因素的制约，对台湾政党

政治会构成何种影响，其未来将会呈现怎样的新形态和新特征，是本文尝试探讨的问题。

二、对 “共识赤字”问题的解释

解释台湾地区政治中的 “共识赤字”问题，除了比较西式民主社群中所具有的一般性因素外，

有必要从台湾政治转型发展中找寻其相对特殊的成因。

（一）历史视角。政治学者阿尔蒙德在分析民主时强调对态度和情感认识的重要性。〔１〕 在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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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社会中，民众对民主态度和情感的构建很难回避转型之前长期威权或独裁统治对社会心理造成

的深层次冲击。有学者认为复杂独特的历史使得台湾形成多元政治文化结构，包括中国传统政治文

化、台湾本土政治文化、现代自由主义政 治 文 化 等 内 容。〔１〕 在 长 达３８年 “戒 严”时 期 国 民 党 对

“党外势力”和 “台独”活动的严控和压制，使民进党和 “台独”势力对国民党统治形成强烈的心

理 “抵制”和 “反抗”，这在民进党 “美丽岛 世代”和老一代 “台独”群体当中表现得尤其 突 出。

尽管解除 “戒严”体制后台湾政治走向开放，国民党迈向 “本土化”和 “台湾化”，在威权时期受

政治迫害的群体逐步退出政治舞台，民进党和 “台独”阵营仍旧将国民党视作带有鲜明威权性质的

外来政党。比如，在国民党党产问题上，民进党始终抨击它是威权时期党国体制下的非正义遗留产

物，并以立法方式予以彻底清除。在本土化问题上，民进党一直批判国民党抱持 “大中国”意识不

放而忽视台湾 “本土性”观念。在深化民主问题上，民进党鼓吹巩固 “台湾主体意识”和落实 “住

民自决权”，批判国民党大陆政策 “框限台湾人民的选择”。这些表现显示，台湾地区在民主化进程

中建立起来的现有制度，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政治对立心理和意识形态上的深刻分

歧。相反，在激烈的政治竞争中，这种历史印记和对立心理以一种合法党争的形式被反复放大，不

断被强化、固化。长期以来政治的斗争性和零和性，加剧了国民党与民进党的互疑和不信任感，滋

生出一种自然倾向彼此否决的政治文化。台湾特殊的政治历史经历和复杂的权力生态，使民主转型

后的政治文化从一开始就未走向一致 或 趋 同，而 是 呈 现 出 割 裂 和 互 斥 现 象，阻 碍 蓝 绿 政 党 凝 聚 共

识，这是导致 “共识赤字”问题的重要历史成因。

（二）制度视角。台湾地区 “共识赤字”的形成可追溯至长期威权统治的历史，而其演变发展

又与岛内政治转型中的制度变迁相关联。在民主转型社会，政治制度的设计和调整往往对政治文化

产生影响。利普哈特认为，选举制度会影响一个政治系统的行政与立法关系，相对多数决选举制往

往形成行政主导，而比例代表制则会产生更为平等的行政立法关系。〔２〕“台湾仿照西方历史经验建

立了多数决民主的政治体制，而按照共识民主论的观点，多数决民主体制在同质性弱、异质性强的

分化社会中较容易造成对抗和冲突。”〔３〕 从制度上看，台湾地区 “宪政”架构和 “总统”、“立委”

选制的设计造就了 “行政主导、立法为辅”的政治形态。“双首长制”下实行 “总统”选举的相对

多数决当选制和 “立委”选举的 “单一席位选区制”，实际上是一种 “有利大党”、“赢者全拿”的

权力分配规则，比较容易造成政党之间的割裂或走向 “零和”状态。这种制度结构使得构建合作主

义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ｓｍ）的政治文化相对困难地多。这是因为：首先，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起台湾逐步走向

相对均衡的两党制，现有选举制度不仅压缩 “第三势力”小党的生存空间，维持国、民两党轮流执

政的局面，而且促使国、民两党为夺取政权必须首先巩固各自基本盘，这也就使其不能轻易在建党

以来长期主张的理念和价值上改弦易辙。其次，在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政策领域 （两岸、文教、能源

等），国、民两党 “立委”或基于自身理念、或受选区民意压力，或受本党党纪约束，在 “立法院”

协商和表决上往往形成集团式对立，其长期叠加作用的结果便是单个问题领域的 “共识赤字”持续

扩大。再次，迄今台湾政治形态仍是 “行政主导型”而非 “行政立法权力均衡型”，“总统”倾向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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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执政党主席加强了 “行政权”对 “立法权”的影响，这便压缩了在野党与执政党在一些重大争议

政策上讨价还价的空间，增加构建共识型政治文化的难度。从民主模式的制度指标看，台湾地区尚

不属于利普哈特所称的 “共识民主”模式。

（三）权力视角。台湾政党轮替带来常态性的权力洗牌，政权更迭不仅攸关政党的资源消长和

发展基础，而且关系各政治势力的权力及各种庞大的衍生利益。从权力角度探讨台湾 “共识赤字”

问题，不可忽视政治精英或领导者之间的竞争性互动及其效应。虽然民主政治体系在制度结构中开

展运作，但制度的实践和发展无法从根本上规避政治精英所持观念和行为所施加的影响。有西方比

较政治学者在分析民主的稳定性时强调政治精英的角色，认为即使在一些存在分裂性因素 （宗教、

种族、文化等）的国家(地区)，政治精英也有可能通过努力去克服这些分歧所带来的不稳定性效应。〔１〕这

种克服或弥合分裂性因素的实现，需要各党派精英充分展现利普哈特所指出的 “协合式民主原则

（ｃｏｎ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用以防止选举激烈竞争破坏建立起来但仍较为脆弱的合作体制。从台

湾政治发展看，各党派精英或领导者较难坚持和兑现上述 “协合式民主原则”。其一，分配政治上

“赢者全拿”效应加剧 “政治极化”，制约合作主义。国、民两党在权力竞争上是 “此消彼长”的关

系，“抑制对方、壮大己方”成为党争的基本策略，不存在赢者反向对手释出资源的选项，相反会

利用新获得的资源和能力设法弱化对手。如民进党执政采取各种手段促使国民党地方派系松动、游

离甚至转向，制定通过 “政党及其附随组织不当取得财产条例”斩断国民党金脉。其二，政治精英

或领导者之间存在意识和观念上的鸿沟，彼此在一些重大政策领域往往持 “相互否决”立场。国民

党领导者继承 “中华民国宪法”，坚持在其定位下以 “一中各表”为核心的两岸论述。民进党领导

者从美丽岛世代、律师世代到 “非典型民进党人”蔡英文，都是以 “一边一国”作为两岸政策的基

础，“中华民国宪政体制”仅有工具性价值。特别是在长期频繁选举中，因选战诉求上的区隔需要，

加之强力反复的政治动员和操作，真正能够缩小双方意识观念分歧的土壤难以培育起来。其三，

国、民两党领导层内部的权力博弈也牵制党际间合作主义的形成。国民党 “本土派”或 “台湾派”

若朝民进党的政策靠拢会受到 “中华民国派”的制约，民进党 “务实派”若完全朝 “中华民国路

线”靠拢也会受到 “基本教义派”牵制。因此，岛内政治精英虽认识到 “共识赤字”给台湾社会发

展造成负面影响，但始终难以实践和推行党际间的合作主义。

（四）社会心理视角。２０多年来，与台湾民主转型相伴的是政治意识和社会心理的台湾化和本

土化，其产生一项重要效应是台湾社会认同发生明显的偏移。这种偏移表现在身份认同上越发偏向

“台湾人”，在统 “独”认同上日益偏向 “独立”或广义的 “维持现状再独立”；与之相应的是，“中

国人”身份和 “统一”选项受到更大程度地否定或排斥。在这种认同偏移转化过程中，岛内社会心

理在身份和统 “独”问题上出现了分裂和对立。这一现象在李登辉、陈水扁 “分离主义”施政下不

断扩大，在马英九任内也未得到遏制，加剧了社会心理层面上的异质性特征，限制既有政治制度缩

减分歧和凝聚共识的功能。“当前台湾民主体制出现难以整合的困境是因为 ‘国家’结构出现了正

当性危机。身份认同与政治社群想象上的分歧变成台湾内部最具破坏性、撕裂性的矛盾，这个尖锐

的矛盾阻断社会共识、消耗内部精力、诱发政治恶斗。”〔２〕政治意识和社会心理趋向台湾化和本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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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所带来的另一效应是台湾社会整体的保守心态趋升。社会民意的保守性对政治决策构成了明显制

约。比如，台湾社会在全球化冲击下对进一步开放市场的犹豫心理加重，一部分民间社团或利益集

团以 “程序正义”、“世代正义”、“族群正义”为手段，大力抵制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浪潮，一

些青年群体固守 “小确幸”的生活态度和方式，这些都干扰或牵制政治领导者整合资源因应台湾经

济发展面临的迫切挑战。岛内社会在身份、统 “独”认同以及如何改革以因应挑战等方面的深刻分

歧，显示台湾社会异质性因素强大，这也是导致台湾政治缺少共识文化的重要因素。

（五）媒体传播视角。在选举型社会，利益汇聚和表达成为政治系统运作的重要部分。随着信

息革命带来大众传播形式快速变革，政治参与过程中的利益汇聚和表达方式也在不断变化，呈现出

由下而上、成本缩减和能量扩大的趋向，这使得既有政治系统在处理多元利益时承受更大压力。台

湾政治转型以来，媒体舆论逐步从国民党控制走向相对独立，但因历史传承或现实因素，媒体仍具

有较明显的政党偏向性，尤其是 “绿化”现象严重。这对 “共识赤字”问题的影响表现在：一是媒

体强化执政监督时也加剧了多元化诉求主张之间的冲突性。媒体对复杂但立意良好的政策常予以简

单化解读，或是将自身或其政治盟友的单方利益包装成普遍民意诉求，通过传统和新兴传媒广泛传

播、扩散，扩大整个社会在该政策议题上凝聚共识的难度；二是政党借助媒体宣传己方和否定对方

的理念及政策激化相互分歧。近些年来，岛内主要政党重视抢占舆论主导权，特别是重视利用传播

速度快、范围广的新媒体去影响社会民众对特定政治议题的态度，这无疑强化媒体舆论作为政治社

会化工具的功能，也加剧政党之间理念和政策的差异化和对立化，弱化了政治领域 “共识文化”生

成的社会基础。

三、“共识赤字”对台湾政治的影响

在选举型社会中，“一种共识取向的文化往往是共识民主各项制度安排的基础。”〔１〕 一般来讲，

同质性社会比异质性社会更有利于在不同利益攸关方的竞争中争取和凝聚共识，从而使制度和机制

得以更好发挥管控政治冲突和分歧的功能。有学者认为，“台湾在民主化过程中虽然以较为平稳的

态势进行了政治转型，但是不断展现的共识缺失却给台湾带来了诸多结构性危机。”〔２〕 台湾地区自

推行政治转型以来，“共识赤字”问题日趋严重，业已成为制约政党政治良性运转和改善民主治理

的重要因素。

（一）削弱台湾政治体制的调适能力。在全球化和信息革命时代，衡量一个政治系统运作成效

的一项指标是制度安排的调整和应变能力。白鲁恂 （Ｌｕｃｉａｎ　Ｗ．Ｐｙｅ）将能力作为政治发展的一项

重要标准，其中包括对社会发展中出现新问题的反应和调适能力等。〔３〕制度安排如要具备正向的调

适能力，需要其本身随社会环境需求不断修正和完善，也要求存在于制度环境当中的各利益主体之

间维系一种偏向理性的竞争关系。台湾政治发展中 “共识赤字”问题持续存在，明显干扰和削弱了

制度安排的调适能力。一方面是制度发展受到制约。台湾历经多次制度变迁形成的 “双首长制”会

造成 “双重民主合法性”问题，即行政和立法部门在出现政策分歧时均可诉诸各自的合法性，因此

导致行政与立法关系出现不顺或紧张进而影响当局施政。考虑到 “双首长制”容易产生权责不明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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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立法不同步影响施政效率等问题，近年来通过推动 “修宪”改进制度再次被岛内蓝绿政党所重

视和提及。２０１５年时任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从解决 “政治失能”出发提出以 “内阁制”取代 “双首

长制”，主张重新检讨 “单一选区两票制”，恢复 “立法院”对 “行政院长”任命的同意权。民进党

主席蔡英文也提出 “修宪”主张，涉及 “下修公民投票权至１８岁，降低修宪门槛，赋予公民联署

修宪权，增加立委席次总额，废除考试院、监察院”等问题，但 反 对 恢 复 “阁 揆”同 意 权。由 于

国、民两党缺乏互信加之选举算计，双方在修改制度和游戏规则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使得推动制

度发展持续缺乏党派共识。另一方面是政治权威弱化。“共识赤字”不仅强化不同属性政党和社会

利益团体之间的观念和政策鸿沟，而且降低社会大众对精英民主和执政者能力的信任度，制度安排

的正当性 （“民主信用”）以及领导者的权威由此被弱化。

（二）扩大 “党争民主”负面效应。有学者认为，因政党参与和组织选举，竞争性选举必然是

“党争民主”。〔１〕 台湾政治转型以来，民主制度分配和调节利益的工具价值突出，伴随政党轮替的

是大量政务官和公营事业职位以党派为界线进行重新配置或瓜分。从实行竞争性选举情况看，台湾

“党争民主”特征明显，包括政党倾向于利用族群矛盾和认同冲突寻获选举利益，“否决政治”现象

持续存在，在政党纵容或鼓噪下的民粹主义抬头等。“共识赤字”扩大 “党争民主”的消极影响主

要表现为：第一，各政党长期在重大问题领域无法达成相对妥协，加深相互之间的猜疑；各政党在

这些议题上反复式的政治动员和对立，则减弱相互之间进行合作的动因。第二，在 “分裂的政治文

化”中，政党领导者首先必须承担对本党支持者的政策义务，尤其是在野政党很难违背支持者的核

心关切而给处于政治光谱另一端的执政党背书。在特定情势下，在野政党还会号召动员支持者以各

种政治参与的形式，如选举投票、集会游行、媒体传播等，向执政当局施压以促其调整政策。国民

党反对陈水扁当局推动 “法理台独”，民进 党 反对马英九当局 “九二共识”主张，均是此种 现 象。

第三，在重大政策上社会共识的缺位会加剧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紧张和对立，这在政党操作下容易

滋生和扩大民粹主义政治。在政治权威走向弱化的背景下，一部分或少数人采取激进的体制外途径

介入决策 或 推 翻 决 策，不 仅 会 绑 架 多 数 民 意，而 且 会 破 坏 支 撑 “宪 政 民 主”的 基 础 性 原 则。如

２０１４年 “太阳花学运”中部分学生违法占领台 “立法院”，不仅致使马英九当局与大陆签署的 《两

岸服务贸易协议》无法通过，还严重伤害了台湾社会的法治精神和自由秩序。

（三）加深民主治理困境。民主通过分配权力的制度安排规范社会和创造福利，治理能力越来

越成为衡量民主制度效用的关键。在亨廷顿指出的 “第三波”民主化国家和地区中，既建立和巩固

西式民主又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仅为少数。有学者在分析亚洲民主受到的框限时提出 “全球化

资本主义对于民主体制的钳制”，认为民主 “已经失去政策选择的自主性，已经没有办法完成对公

民或对自己社群的保护”。〔２〕其所指出的是民主治理在资本全球化时代所面临的现实挑战。台湾实

践西式民主以来，伴随向现代社会转型，竞争性选举的实施和主体性意识的兴起扩大了社会层面的

分歧和政治上的 “共识赤字”，加剧了全球化时代民主治理困境。它表现在：民主制度结构下的立

法功能、决策功能受到削弱，包括立法效率偏低，决策的权威容易被挑战等；执政当局向社会进行

政策说服的成本增大，加大制度治理的负担；政党对一些攸关社会发展但存在严重分歧的棘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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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延不决或有心无力，导致将来解决问题会面对更大困境。

四、结　论

历经三次政党轮替，台湾形成国、民两党主导、多党并存的政党制度，两个大党相互竞争与制

衡成为政治常态。在全球化扩张和信息传播革命普遍削弱政治权威的背景下，台湾民主制度运作的

有效性需要能够整合多元利益的共识文化作为支撑。然而，台湾政党政治中长期欠缺合作主义，社

会及大众亦因认同分歧出现意识观念冲突，“共识赤字”问题日渐突出。台湾 “党争民主”的形态

还将延续，蓝绿政党在核心政策上的差异尚难弥合，社会上统 “独”意识的对立难以去除，这些都

使得短期内消除 “共识赤字”欠缺条件。未来一个时期，“共识赤字”问题仍将从负面方向制约台

湾政治发展，不利于台湾社会提升治理能力。理论上，只有逐步减少 “共识赤字”，分处不同政治

光谱的政党才可能缓解互疑和超越分歧寻求合作。共识民主理论主张权力分享 （ｐｏｗｅｒ－ｓｈａｒｉｎｇ）

并据此构建制度，提出化解歧见和减少冲突的路径，可为台湾社会解决 “共识赤字”问题提供理论

借鉴。也就是说，通过逐步修正制度以缓解政党竞争的烈度，来实现更大程度的政治包容和权力分

享，以搭积木方式为 “共识文化”构建创造条件。当然，付诸实践的关键是推动以鼓励政党朝中间

移动的制度变迁，如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采取绝对多数决制，增加民意代表选举的比例代表性，建

立权责更相符的政治机制等，以此约束 “否决政治”和扩大政党合作。

（责任编辑：张笑天）

“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　Ｄｅｆｉｃｉｔ”ａｎｄ　Ｉｔ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ｎ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ａｉｗａｎ

Ｗａｎｇ　Ｓｈｕ－ｓｈｅ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Ｄｕｒｉｎｇ　Ｔａｉｗａｎ’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ａｎ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ａｒｉａｎ　ｒｅｇｉｍｅ　ｔｏ　ａ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ａ“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　ｄｅｆｉｃｉｔ”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ａｒｉｓｉｎｇ　ｄｕｅ　ｔｏ　Ｔａｉｗａｎ’ｓ　ｕｎｉｑｕ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ｗｈｉｃｈ　ｈａｓ　ｇｒｅａｔｌｙ　ｈｉｎｄｅｒｅｄ　ｔｈｅ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ｍｏｎｇ　ｍａｊｏｒ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ａｒｔｉｅｓ．Ｔｈｅ

“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　ｄｅｆｉｃｉｔ”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ｔｈｅ“ｚｅｒｏ－ｓｕｍ　ｇａｍｅ”ａｎｄ　ｌａｃｋ　ｏｆ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ｒｉｖａｌｒｙ，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ｙ　ｏｆ　ｒｅａｃｈｉｎｇ　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ｅｓ　ｏｎ　ｍａｊｏｒ　ｉｓｓｕｅｓ　ｉｎ　Ｔａｉｗａｎ’ｓ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ｄｅｃａｄｅｓ，ｔｈｅ“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　ｄｅｆｉｃｉｔ”ｈａ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ｉｍｐａｉｒｅｄ　ｔｈｅ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ｏｆ　Ｔａｉｗａｎ’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ａｄｄｒｅｓｓ　ｔｈｅ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ａｎｄ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ａｎｄ　ｕｎｄｅｒｍｉｎｅｄ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ｓｏ－

ｃｉ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　Ｔａｉｗａｎ．Ｉｎ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ｉｔ　ｗｉｌｌ　ｒｅｍａｉｎ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　ｆｏｒ　Ｔａｉｗａｎ’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ａｒｔｉｅｓ　ｔｏ

ｃｏｖｅｒ　ｔｈｅ“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　ｄｅｆｉｃｉｔ，”ａｎｄ　ａ　ｎｅｗ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ｔｏ　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ｅ　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　ｉｓ　ｔｏ　ｂ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ｏｎｌｙ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ｉｎｃｒｅｍｅｎｔ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ｎ　Ｔａｉｗａｎ，“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　ｄｅｆｉｃｉｔ，”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ｍａｊｏｒｉｔａｒｉａｎ　ｄｅ－

ｍｏｃｒａｃｙ

Ａｕｔｈｏｒ：Ｗａｎｇ　Ｓｈｕｓｈｅｎ　ｉ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　ａｎｄ　Ｄｅｐｕｔｙ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　ｏｆ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ｆ　Ｔａｉｗａｎ－Ｕ．Ｓ．Ｒｅ－

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ｔ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Ｔａｉｗ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２７


